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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与后台》：１９３７年的新市民电影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产电影对民族精神

与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展示

袁庆丰

摘　要：就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国产电影生产而言， 《前台与后台》① 不过是当年电影主流

———新市民电影的现存残片之一；就费穆的创作来说，这部短片小品是其思想和艺术理念一以贯之的体

现：对民族精神一往情深的现实梳理，对文化传统情有独钟的影像再现；而对于抗战期间沦陷区中国电影

的民族血脉和文化存在，它又是一个见微知著的观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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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大陆电影历史研究中，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集体编撰、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
《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响巨大，至今仍不无参考价值，因为一般情况下，这部著述都会对具体提及的影

片给予定性分析，譬如它认为１９２１—１９３１年的中国电影看作是 “游离于中国革命运动”［１］（５０）的产物，

其中，兴盛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期的 “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是 “小市民”和

“同样感到苦闷的某些华侨观众”的 “心理状态”的反映［１］（１３５）；在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１９３０
年代的国产电影除了 “左翼电影” （１９３３年）［１］（２０３）、 “国防电影”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１］（４１３）之外，还有以
“淫乱、猥亵、神秘、荒诞、浪费、败坏、幻梦、狂乱”为内容实质的 “软性电影”［１］（４１３），以及具有

“反动文化思想”的影片如 《国风》［１］（３５３）等等。

最近十几年来的大陆中国电影史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国产电影研究，一般都遵循了这个学术思路和
框架并去芜存菁，譬如都会把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的中国电影视为 “新兴电影运动”［２］［３］（４１）［４］（５１）———李道新

博士称之为 “新生电影 （运动）”［５］（１４５）。但大家似乎都没有对联华影业公司在１９３７年出品的 《前台与

后台》给出特别具体的定性与分类，只有 《中国电影发展史》冠以 “喜剧小品”的名义［１］（３５３）。参考影

片文本，《前台与后台》是 “喜剧小品”没有问题，问题是，这部出品于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影
片，属于左翼电影还是国防电影？

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旧市民电影基础上生成而来、与左翼电影同样属于新电影
（运动）中的新市民电影［６］，而新市民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左翼电影思想元素有条件的借助使

用［７］。就 《前台与后台》而言，它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产电影对民族精神

和文化传统的开掘和表现上，这既是费穆创作思想和艺术理念一以贯之的体现，也是抗战爆发之后、

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沦陷区电影生产制作中顽强承载、不间断运行的中华文化血脉的一个战前民族精神

标杆。

① 《前台与后台》（喜剧小品，黑白，有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７年出品。ＶＣＤ（单碟），时长３７分３８秒。制片主任：陆
洁；编剧：费穆；导演：周翼华；摄影：黄绍芬；布景：许可；收音：邝赞；剧务：祝宏纲。联华新人合演 （以出场先后为序）：

陈老儿———傅继秋，陈四妞儿———宁萱，桃艳云———张琬，李少培———裴冲，盖百岁———刘琼，黄大奎———恒励，老板——— （客

串）沈百宁，桃艳云的跟随———范莱，后台管事———田学文，小宝红———严皇，前台管事———苗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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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台与后台》：联华影业公司 “四国主义”制片方针的精神承接

《前台与后台》的出品，原本是计划外的产物。１９３６年，由于年初发行的配音片 《天伦》① 和随后

出品的 “联华”第一部有声片 《浪淘沙》② 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联华影业公司创办人之一的罗明佑因

此失去支配地位，由另一名股东吴性栽 “取而代之”；８月 １日，吴性栽等组织的华安公司正式接办
“联华”的全部制片业务，对外依然沿用联华公司的名义，而罗明佑与另一位公司创办者黎民伟，以及

钟石根、金擎宇等一同退出公司［１］（４５７～４５８），另谋生路。“华安”接办 “联华”后，曾拍摄了一部由京剧

名家周信芳主演、费穆担任艺术指导的戏曲片 《斩经堂》；摄制期间，由于女主角更迭造成停顿，遂利

用 “现成的场面和衣箱”，由费穆编剧，拍摄了 《前台与后台》［１］（４５７～４５８），时间是１９３７年上半年。
从这部不到３８分钟的短片情节上看，它多少与拍摄 《斩经堂》时遭遇的故事背景相仿，甚至影射

或干脆就是写实也说不定。这个无关宏旨，甚至现今磨损严重、声、色缺失 （画面斑驳、音效有限）

的效果，也没有影响影片本身原始魅力的放射。影片讲的是一个戏班子，由于女主角耍大牌、在关键

时刻撂挑子，众人无奈之下，现找了一位街头卖唱乞讨的无名女伶救场，结果不仅一鸣惊人，而且还

化危机为契机：除了原先的女主角颜面尽失，剧团上下无不皆大欢喜。这部作品之所以被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的电影史称之为 “喜剧小品”，首先，原因不是源于故事本身的喜剧性，而是因为影片一开始就给出

了这样的字幕。这无非想说明，本片的诞生实属意外，并非公司原先就有的制片计划———当然，彼时的

“喜剧小品”，无论称呼和概念，都与现如今的电视电影时代有许多区别。其次，表面上看，它是导演

费穆临时起意的客串编剧之作，但严格地说来，这是一部正经八百的电影。只不过，相对于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国产电影一般都在９０分钟上下的标准时长，《前台与后台》的时长只有其一半左右，因此制片方
临时为它安排了这么一个类别，算是上市推销的一个产品归类标签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制作和称谓上的小插曲，恰恰可以说明一个大问题，那就是，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
的中国电影，正要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或者说，这种历史性的转折，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

中国电影，都凸显了制片业的现实处境。首先，按照我的理解，自１９３２年兴发的左翼电影在１９３６年被
国防电影运动整合后，事实上已经消亡，１９３３年出现的新市民电影成为主流电影强有力的代表；国防
电影 （运动）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具体成就，较之于左翼电影和新市民电影，稍显逊色［７］；况且

国防电影又有 “广义”与 “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 “通过宽泛的取材，反映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经

济侵略下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的影片［３］（４６），而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而言，例如 《新旧上

海》③、《压岁钱》④、《十字街头》⑤、《马路天使》⑥ 等［３］（４７）；后者则专指 “直接反映抗敌斗争、号召大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天伦》 （故事片，黑白，配音片），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５年出品。监制与导演：罗明佑；副导演：费穆；编剧：钟石根。
主演：林楚楚，尚冠武，黎灼灼，张翼，郑君里，陈燕燕。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１９２２
～１９３６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读解》（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第１版）的相关章节。

《浪淘沙》（故事片，黑白，有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６年出品。编导：吴永刚；监制：罗明佑；制片主任：黎民伟。主
演：金焰，章志直。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新浪潮———１９３０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性闪存——— 〈浪淘沙〉：电影现

代性的高端版本和反主旋律的批判立场》（载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新旧上海》（故事片，黑白，有声），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３６年出品。编剧：洪深；导演：程步高。主演：王献斋，舒绣文，

黄耐霜，朱秋痕，顾梅君。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１９３６年：有声片 〈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

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载 《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压岁钱》（故事片，黑白，有声），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３７年出品。编剧：洪深 【夏衍】；导演：张石川。助理导演：郑小

秋、胡心灵。主演：胡蓉蓉，龚秋霞，龚稼农，黄耐霜，黎明晖，王献斋，舒绣文。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新市

民电影 〈压岁钱〉：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贺岁片》（载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十字街头》（故事片，黑白，有声），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３７年出品。编剧、导演：沈西苓。主演：赵丹，白杨，吕班，英

茵，沙蒙，依明。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十字街头〉：１９３０年代国产电影中的 “蚁族”生活写照与喜剧化处理》

（载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马路天使》（故事片，黑白，有声），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３７年出品。编剧、导演：袁牧之。主演：赵丹，魏鹤龄，周璇，

王吉亭，赵慧深。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马路天使〉：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下的新市民电影经典制作》（载

《汕头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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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团结御侮的影片”，代表作品有 《狼山喋血记》①、《壮志凌云》②、《联华交响曲》③ 等［３］（４７）。

对于上述 “广义”的国防电影概念界定，我并不全然认同，因为实在是过于宽泛，因为即使是旧

电影，譬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电影———我称之为旧市民电影，也不能遽然说它们没有 “宽泛的取材”、

没有 “反映……各种现实生活问题”［８］。因此，无论是 《新旧上海》、 《压岁钱》，还是 《十字街头》、

《马路天使》，乃至 《联华交响曲》，都不应该划入国防电影的范畴。同理，截取艺人生活片段的 《前

台与后台》，也不属于 “广义”的国防电影，当然更不符合其 “狭义”的概念。实际上， 《前台与后

台》是一个道地的新市民电影；同时，它的出现，在文化逻辑和产品生产程序上，又与 “联华”创始

人罗明佑早先提出的 “四国主义”的制片方针有直接关联。

１９３３年３月底，罗明佑主导联华影业公司时曾经提出一个 “制片口号”：“挽救国片、宣扬国粹、

提倡国业、服务国家”，是为 “四国主义”［１］（２４６）。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抗议，一个月后罗明佑宣

布取消口号，“重新恢复含糊的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１］（２４６）的制片方针。这

种情形，显然不是党派意识形态之争，而应该看他是制片公司内部面对市场法则在生产路线和制片方

针上有所偏重的博弈。事实证明，反对 “四国主义”的结果，是 “联华”成为出品左翼电影最多、取

得成就最高、获得市场份额更大的制片公司；同时，又使得 “联华”拥有更为灵活的市场应对策略：

１９３６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防电影运动，“联华”于１１月［１］（４７０），推出国防电影 《狼山喋血记》；１９３７
年新年伊始，“联华”更是全面转轨新市民电影的生产，《联华交响曲》就是证明。换言之，罗明佑和

黎民伟等人的退出，并没有根本改变 “联华”直面市场、应对时代危机的底蕴和创新能力。因此，《前

台与后台》一方面是 “四国主义”制片方针的贯彻体现，另一方面，又是 “联华”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产品
生产惯性的结果之一。这从 《前台与后台》自身携带的诸多信息就可以看出端倪。

与左翼电影理念为先、立场激进的阶级性、革命性、宣传性不同，新市民电影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市

井生活和民间智慧的热衷与精巧展示。《前台与后台》讲的这个故事不大不小，虽然情节简单、篇幅不

长，却是层层铺垫、手法讲究，最后在紧锣密鼓、摄人心魄的优美唱腔中高潮迭起：当红艺人不讲艺

德、最终自作自受，剧团同仁 “救场如救火”、同心协力，民间高人幸得知音、终成正果。正如片头打

出的字幕那样：“一台戏不是一个人唱得了的”。小舞台，大世界，演员与观众同进退，人生没有彩排

只有直播———端的是小小插曲大智慧，编的、拍的、演的、看的，无不沉浸其间、顾盼生姿，怎一个好

字了得？在这一点上，新市民电影与旧市民电影一样，所涉及表现的市井生活既与传统的戏剧和戏曲

有着天然的联系，那么，审美角度和层面必然又与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展示有着内在的文化逻辑。

二、《前台与后台》：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贡献
《前台与后台》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是应该被特别注意的一点。现在公众能够看到的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当年影片一共有９部：即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 《联华交响曲》、《前台

与后台》、《如此繁华》、《王老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 《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

及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 《夜半歌声》和 《青年进行曲》。依照我个人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影片是国防

电影之外，其余全部是新市民电影［７］。这种划分归类，正是阐释 《前台与后台》内在品质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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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喋血记》（故事片，黑白，有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６年出品。原著：沈浮、费穆；编剧、导演：费穆。主演：黎
莉莉，张翼，刘琼，蓝苹，韩兰根，尚冠武。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

１９３６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 〈狼山喋血记〉为例》（载 《佛山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壮志凌云》（故事片，黑白，有声），新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６年出品。编剧、导演：吴永刚。主演：王人美，金焰，田方，

韩兰根，章志直。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电影市场对左翼电影类型转换及其品质提升的作用———以 〈壮志凌云〉

为例》（载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联华交响曲》（集锦片，黑白，有声），联华影业公司１９３７年出品。笔者对本片的专题讨论，祈参见拙作 《〈联华交响

曲〉：左翼电影余绪与国防电影的双重叠加———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国产电影文本读解之一》（载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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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把 《前台与后台》放置在编剧费穆的整个作品体系中去考察，你又会发现一条很清晰的思想脉

络与文化线索———这二者既与费穆本人的电影创作历程有关，更与中国电影在１９３０年代和抗战期间乃
至战后的思想主题有关。

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８年，费穆为 “联华”贡献的影片篇目如下： 《城市之夜》 （１９３３，导演）、 《人
生》 （１９３４，导演）、 《香雪海》 （１９３４，导演、编剧）、 《天伦》 （１９３５，副导演）、 《狼山喋血记》
（１９３６，导演、编剧）、《联华交响曲之 〈春闺断梦———无言之剧〉》（１９３７，导演、编剧）、《镀金的城》
（１９３７，导演）、《北战场精忠录》（１９３７，导演、编剧）、《斩经堂》（戏曲片，１９３７，编剧）、《前台与
后台》（１９３７，编剧），为民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有：《孔夫子》（１９４０，导演）、《洪宣娇》（１９４１，
导演）、《世界儿女》 （１９４１，导演、编剧）、《古中国之歌》 （１９４１，导演）、《国色天香》 （戏曲片，
１９４１，导演），为文华影业公司拍摄 《小城之春》 （１９４８，导演、编剧），为华艺影片公司拍摄 《生死

恨》（戏曲片，１９４８，导演）。
现在无从得见的影片姑且不论，我只能用文本本身来论证中国电影历史。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

的影片而言，《天伦》在国产电影历史上的意义和地位的独特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合时宜的提倡

传统文化、强调伦理道德力量，其次是实际上的执行导演费穆与罗明佑共通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主张、

文化立场；《狼山喋血记》是史有定论的国防电影，宣扬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和争取独立自由的现代国

家意识；《联华交响曲》中的短片 《春闺梦断》，反映的是女性面对战争摧残的内心焦灼，代表着整个

民族对战争到来时包括女性性心理在内的深层次心理应激反应；《前台与后台》是艺人生活与道德层面

的冲突展示；《小城之春》表面上看是一个三角恋爱，实际上是导演对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挤压下集体

意识苦闷、彷徨与决绝之情，象征大于写实①；《生死恨》是继 《斩经堂》之后为京剧艺术大家留存的

艺术精神写照。如果从以上诸片提取一下公因式，或者说抽取一组价值相等的核心理念与共同基本元

素的话，那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

那么，回到 《前台与后台》，简单的故事其实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纯粹故事文本：主角撂

挑子，最终找到救场的人，而且再无后顾之忧；第二个讲的是戏班子内部的一些规则与实际运作和表

现，从中你会发现很多民俗层面的品质，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譬如 “救场如救火”和 “耍大牌”

这样的潜规则，以及相应的破解方式———所以影片才有 “一台戏不是一个人唱得了的”片头字幕；第

三个，是影片表现和折射出来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片中有三段京剧选唱，先是 《玉堂春》中包括

“苏三起解”的两段，然后是 《霸王别姬》中的一场。而 《玉堂春》讲的是一出冤案终于得到昭雪的

故事，《霸王别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悲剧。

在最后这层含义上你就会发现，《前台与后台》当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抗战时期沦陷区电影内在的

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要素，而它们的生成，就费穆的创作而言，是从 《天伦》、《狼山喋血记》、《春闺

梦断》一线贯穿下来的，其后便是 《小城之春》的大悲剧意识，最终又以梅兰芳演唱的京剧 《生死

恨》做结———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前台与后台》就此

具备了沦陷区电影的一个标杆或指向意义或曰密码信息，这是出自费穆之手。由此，可以顺便梳理出

两条线索，一个就是抗战期间沦陷区电影的这个主流和发展，另一个是为什么会呈现大批戏剧戏曲电

影和翻拍、改编的古代题材电影及古装片的现象———即使是当代题材，譬如是时装片的话，它也是沿着

新市民这个道路去下去。

抗战全面爆发后，就现存的、公众可以看到的影片而言，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包括假借香港制

作———的电影制作，都可以归于国防电影的属性。这个道理不证自明：抗战期间，一切为抗战服务，包

７８

① 费穆的长女费明仪曾经对她父亲说，《小城之春》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费穆回答说：“两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一块一定

是三角恋爱吗？”见二十集系列片 《老上海·老电影》中的 “费穆轶事”，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

行，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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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主流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么，在沦陷区和 “孤岛”时期的

电影制作面貌相对比较复杂，但这类 “禁区”式的历史也并非不可以实事求是地言说论证，譬如不能

仅仅以 “汉奸电影”的名义以偏概全［９］（１１７）。实际上近十几年来的大陆电影史研究已经突破所谓中国电

影史研究的禁区。例如李道新博士在用 “商业流脉”概括 “孤岛电影”时，就明确指出其对 “国家、

民族命运忧心忡忡、欲罢不能”［５］（１８３）的文化内涵。丁亚平博士则将观照视角拉升后指出：“中国戏剧其

实不仅体现在京剧艺术大师参与电影拍摄，像１９０５年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像费穆拍过的 《斩

经堂》（１９３７）、《前台与后台》 （１９３７）、 《古中国之歌》 （１９４１）、 《小放牛》 （１９４８）、 《生死恨》
（１９４８）等等这样一些戏曲艺术片，而且反映在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对电影作戏剧化处理甚至将戏剧戏
曲强加在电影艺术表现之上的特定做法，甚或在更深层面，戏剧的使用不是为其本身，而是为了 ‘民

族’的集体的、引起幻觉的意义”［４］（７４）。

结　　语
实际上，对 “孤岛”时期电影历史的新的观点论述，同样可以涵盖大部分沦陷区的电影制作，尤

其是汪伪政府控制的地区，这就包括 “孤岛”前后时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上述丁亚平博士的论述中，
实际上已经将其中的关节打通，只不过是以费穆为例。而费穆在 “孤岛”时期的作品还有 《孔夫子》、

《洪宣娇》、《世界儿女》、《国色天香》。由此可见，抗战爆发前后费穆的电影创作是一以贯之的，其中

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也是一以贯之的，而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对民族文化展示和传播本身

就是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存在。民族生活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远比战争更为伟大和永恒。出

品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 《前台与后台》，其价值和贡献，并不限于本身所携带的自有信

息和当下信息，它更多地体现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对沦陷区国产电影制作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上；或者说，它是沦陷区大量出现的古装片、戏曲片和古代题材电影在文化精神上的价值取向标杆———

对此，我情愿承担文本过度阐释所带来的理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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